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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环境规制对生猪养殖生产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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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基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３０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通过构造环境规制评价体系结合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方
法，对各省份的环境规制水平进行评价；并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和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对地区环境规制水平与生猪养殖

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生猪养殖行业正向环境规制较弱的地区转移，存在“污染天堂”效应；环境

规制强度、经济发展水平、污染治理投资水平对环境规制效果存在门限效应和空间异质性，各地区发展水平处于不同

的门槛区间。针对各地区的差异性应采取适宜且多样化的环境规制措施以利于生猪养殖行业的良性发展和生态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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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业污染问题日益显现。据《第
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公布的数据统计，我国农业污染

排放占总污染排放量的３０％左右。猪肉作为主要的肉类消
费品，占我国肉类消费的６２．１％，以生猪养殖为代表的养殖
行业产生的主要污染物是我国农业污染源中的主体部分，化

学需氧量、总氮、总磷、铜、锌分别占农业源总污染量的

９５．８％、３７．９％、５６．３％、９７．８％、９７．８％。部分养殖户在监管
薄弱的情况下，甚至直接向江河湖泊中排放未经处理的粪便、

尿液及病死猪，造成污染的扩大和蔓延。

　　近１０年间，各级政府出台了许多环境治理的法律法规，
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地区环境规制的差异性，可能会导致

养殖业向环境规制弱的地区转移，即“污染天堂”效应［１］。但

环境规制作用效果还会受到地区发展水平和污染治理投资水

平的制约，存在区域差异性，因此，如何制订合适的环境规制

政策是重要的研究课题。针对环境规制对产业影响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２个方面，一是环境规制是否会对产业带来区域转
移，即是否存在“污染天堂”效应；二是环境规制对产业调整

的作用效果和机制。环境规制作用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 １
所示。

　　环境规制对产业带来的影响主要有２种不同观点，一种
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会让产业向环境规制较弱的地区转移，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等将这种现象定义为“污染天堂”效应［１］；另一种为

Ｐｏｒｔｅｒ等提出的“波特假说”，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可以促进
企业技术创新，减低排污成本压力，对产业转移影响不明

显［２］。Ｌｅｖｉｎｓｏｎ等实证检验了不同环境规制强度，污染密集
型产业将向环境规制强度弱的地区转移，证实了“污染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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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的存在［３－５］；但 Ｃｏｌｅ等发现，环境规制在产业转移中的
影响和作用相对其他要素禀赋要小的多［６－７］。部分学者研究

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污染治理投资水平等影响“波特假

说”成立［８－１１］。Ｇｒｏｓｓｍａｎ等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ＥＫＣ理论假说）认为，环境压力与人均ＧＤＰ呈现倒“Ｕ”形曲
线关系［１２］。虽然学术界对此理论存在较大争议，但该理论为

环境规制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农业领域研究环境规制对农产品影响的文章相对较

少，原毅军等在研究工业领域的环境规制问题时提出，环境规

制强度对产业结构调整作用效果存在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

的门限效应［１３］。傅强等认为，环境规制作用效果存在明显的

区域差异性，即空间异质性［１４－１５］。彭可茂等认为，大宗农产

品和农资产品出口行业中均存在“污染天堂”效应［１６－１７］。虞

等发现，环境规制对生猪进口地区存在显著影响，对于出口

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１８］。

本研究通过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评价地区环境规制强

度，并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ｍｏｍｅｎｔｓ，简
称ＧＭＭ）和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对我国生猪养殖行业是否存
在“污染天堂”效应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研究环境规制强

度、经济发展水平、污染治理投资水平等对环境规制的门限效

应和空间异质性。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指标测算说明
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选取和测定方法，学术界尚未统一。

有学者使用环境法律政策颁布数量进行衡量［１９］；张成等使用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２０］、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２１］测算环境规

制强度；林季红等加权各项相关指标测算环境规制强度［２２］。

张崇辉等基于双向分层嵌套数据综合评论问题（ｃｒｏｓｓ
ｈｉｅｒａｔｃｈｉｃａｌｍｕｌｔｉ－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简称 ＣＨＭＥ）理论研
究，通过比较认为人均收入的环境规制比污染排放量替代环

境规制的效果要好［２３］。本研究借鉴赵细康的研究结果［２４］，

基于本研究目的和数据的可得性，并进行一定的调整，构建地

区环境规制评价体系。具体的指标选取和体系构建如表１所
示，该评价体系包含１个目标评价层（地区环境规制综合评
价指标）和４个环境规制指标层（环境保护状况指标、环境保
护过程指标、环境保护效果指标、环境保护关联影响指标），

构建４个方面的环境规制评价。
表１　环境规制综合评价体系模型构建

目标评价层 环境规制指标层 环境规制评价采用的变量

地区环境规制综合评价指标（ｅｎｃｉｒｏｍｅｎｔａｌ 环境保护状况指标 环保人数占地区总人口比例（ＥＲ１）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ｅｎｇｅｎｃｙｄｅｇｒｅｅ，简称ＥＲＳＤ） 人均拥有污水处理设备数（ＥＲ２）

环境保护过程指标 环境污染治理费用总额（ＥＲ３）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ＥＲ４）
废水排放达标率（ＥＲ５）

环境保护效果指标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ＥＲ６）
环境保护信访人数占地区总人口比例（ＥＲ７）
农用地节水灌溉占比（ＥＲ８）

环境保护关联影响指标 人均ＧＤＰ（ＥＲ９）
教育水平（文盲人数占比）（ＥＲ１０）
自然保护区面积占比（ＥＲ１１）

１．２　指标处理
本研究首先将环保人数和环境保护信访人数指标处理为

各省份人口占比数据，消除地区人口基数对指标产生的影响。

对如文盲人数占比这类逆向指标做正向化处理，使得所有指

标趋势相同。同时对所有指标进行标准化（无量纲）处理，标

准化处理公式如下：

ＥＲ′ｉｊ＝
ＥＲｉｊ－ＥＲｊ
σｊ

。

式中：ｉ表示省份编号；ｊ表示各类环境规制变量；ＥＲｉｊ和 ＥＲ′ｉｊ

分别为各项指标的原始值、经标准化处理后的值；ＥＲｊ和 σｊ
分别表示指标的平均值、标准差。经标准化处理后消除了量

纲影响。

根据构建的环境规制综合评价体系，分别建立环境保护

状况、环境保护过程、环境保护效果、环境保护关联影响等４
张立体数据表，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出４个方面的环境指标综
合为１张立体数据表再进行分析，最终得出地区环境规制综
合评价指标（ＥＲＳＤ）。进行综合评价时，数据若为Ｎ个地区Ｔ
个年度的ｑ个环境规制数据，那么在年度为 ｔ年时，可以构造
１张数据表ＥＲＳｔ＝（ＥＲｉｊ）ｎｑ，共Ｔ个年度可以得到Ｔ张数据表

格，然后将这些数据表按年份顺序纵向排列组合为１张（Ｔ×
Ｎ）×ｑ的全局综合数据表：
ＥＲＳ＝（ＥＲＳ１，ＥＲＳ２，…，ＥＲＳＴ）′ＴＮｑ＝（ＥＲｉｊ）ＴＮｑ
　　通过这张全局综合数据表并结合经典主成分的分析方
法，得出我国３０个省（市、区）的地区环境规制综合评价指
标，测算结果如图２、图３所示。从测算结果可以看出，各地
区环境规制强度均呈现逐年增强的趋势，且地区之间环境规

制强度存在较大的差异，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广东等，其环

境规制普遍要强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如甘肃等）。从直观上

来看，本研究的环境规制评价指标较为符合现实。

１．３　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研究环境规制对生猪生产的影响，因此将环

境规制及其指标作为重要的核心变量纳入到模型中。同时根

据生猪生产特点，把影响生猪生产的其他变量纳入到模型中，

由于生猪生产波动的延续性，本研究采用动态模型进行系统

ＧＭＭ估计，为了避免异方差影响，对变量取对数处理，并采用
异方差稳健估计。

　　模型设定如下：
　　ＲＯＵＴｉｔ＝β０ ＋β１ＲＯＵＴｉｔ－１ ＋β２ｌｎＥＲＳＤｉｔ＋β３ｌｎＰＲＩｉｔ＋
β４ｌｎＰＲＩｉｔ－１＋β５ＳＯＷＴｉｔ＋β６ｌｎＭＡＲｉｔ＋β７ｌｎＣＯＳｉｔ＋ε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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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变量如下：地区环境规制强度（ＥＲＳＤｉｔ）来源于表１
中构建的地区环境规制综合评价体系，用于衡量各地区不同

环境规制水平的差异；生猪产量变动指数（ＲＯＵＴｉｔ），由于地
区之间生猪贸易数据获取困难，本研究选取各地区生猪出栏

量变动作为被解释变量，也能较好地刻画出地区环境规制对

生猪生产波动和生猪生产布局的影响，因此采用各省（市、

区）每年生猪出栏量变动率
ＯＵＴｉｔ－ＯＵＴｉｔ－１
ＯＵＴｉｔ( )

－１
来衡量，ＯＵＴｉｔ

为地区当年生猪出栏量，ＯＵＴｉｔ－１为 ＯＵＴｉｔ的一期滞后项；生猪
零售价格（ＰＲＩｉｔ），生猪价格是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本研究
采用各年份月度生猪价格的平均值作为价格指标衡量；由于

价格影响通常具有滞后性，在模型中引入价格的一期滞后项

ＰＲＩｉｔ－１；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变动率（ＳＯＷＴｉｔ），能繁母猪存栏量
能直接影响到生猪养殖规模的变化，养殖户往往通过增补或

减少能繁母猪的数量来变动其养殖规模，由于生猪养殖的生

理特性，能繁母猪存栏量对于生猪产量的变动存在时滞性，因

此采用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变动率
ＳＯＷｉｔ－ＳＯＷｉｔ－１
ＳＯＷｉｔ( )

－１
来控制其

对生猪产量变动的影响，ＳＯＷｉｔ为当年能繁母猪存栏量；地区
生猪市场需求规模指数（ＭＡＲｉｔ），一般来说生猪市场需求规
模也可能影响生猪生产的变动，本研究中采用各地区人口总

数来衡量地区生猪市场需求规模；生猪养殖成本指数

（ＣＯＳｉｔ），生猪产量变化也可能会受到生猪养殖成本的影响
（生猪养殖成本包括物料成本、人力成本、土地成本等），能够

体现生猪产量变化中的“比较优势”原则，可以反映我国各省

（市、区）生猪养殖的生产资源禀赋状况，因此选用每生产１
头商品猪所产生的各类成本总和。

本研究采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３０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
由于西藏地区的数据缺失严重，因此未纳入研究范围。数据

均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

畜牧业年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等。

２　实证结果分析

２．１　模型稳健性检验
首先，本研究采用ＬＬＣ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对模型进行

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均是水平序列平稳的。Ｌｅｖｉｎｓｏｎ等
在研究环境规制相关问题时发现，环境规制的内生性问题会

影响研究结果［３，２２］。根据系统 ＧＭＭ估计的方法允许扰动项
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的特点，利用该方法对模型进行稳健

性估计，通过Ｈａｎｓｅｎ和 ＡＲ（２）统计量检验模型工具变量选
择的合理性。由表２可知，通过采用不同的解释变量对模型
进行估计后，模型中变量系数及显著性没有较大的变动；从

ＡＲ（２）和Ｈａｎｓｅｎ检验的结果来看，扰动项不存在二阶自相
关，也无法拒绝选择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原假设，因此模型设

定合理稳健。

２．２　环境规制对生猪生产变动的影响
由表２可知，地区环境规制强度（ＥＲＳＤ）与生猪产量变动

呈负向关系，且环境规制强度（ＥＲＳＤ）每提升１％，生猪产量
将下降０．０６０３％，这一结果与虞等研究环境规制对生猪生
产变动的影响［１８－１９］类似，在统计意义上显著，但在经济意义

上并不显著，相较于其他因素对生猪生产波动的影响较小。

本研究认为，各地区环境规制对生猪产业的影响是具有差异

性的，假定影响相同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接下来采用动态

面板门限模型进一步细化地区环境规制的具体影响机制。

２．３　其他解释变量对生猪生产的影响分析
生猪价格显示前一期价格（ｌｎＰＲＩｉｔ－１）每提高１％，产量将

变动０．２９７７％，影响是显著的，但本期价格（ｌｎＰＲＩｉｔ）并不会
显著影响生猪产量的变动。能繁母猪存栏数的变动

（ＳＯＷＴｉｔ）每提高１％，生猪产量将上涨０．２４１１％，生产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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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能繁母猪存栏量的变动来对其生猪出栏量进行调节和控

制；市场规模（ｌｎＭＡＲｉ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生猪养殖成本指
数（ｌｎＣＯＳｉｔ）每提高１％，会导致生猪产量减少０．１１２６％，各
省（市、区）生猪养殖的生产要素成本在生猪产量变动中产生

显著负向作用。

３　门限效应和空间异质性检验

表２中环境规制变量（ｌｎＥＲＳＤ）系数为负，证实了环境规
制对生猪养殖存在着负向影响，但在经济意义上并不显著，本

研究进一步研究环境规制对生猪养殖行业的作用效果是否存

在着门限效应和空间异质性。

考虑到生猪产量变动前后期有较强的关联性，借鉴

Ｈａｎｓｅｎ的基础面板门限模型［２５］和 Ｃａｎｅｒ等提出的动态面板
门限模型［２６］，能有效地控制动态面板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其

模型数据为平衡面板数据，基本设定如下：

｛Ｙｉｔ，Ｑｉｔ，Ｘｉｔ｝（１≤ｉ≤ｎ，１≤ｔ≤Ｔ）；
Ｙｉｔ＝μｉｔ＋Ｙｉｔ－１＋β′２１Ｘｉｔ·Ｉ（Ｑｉｔ≤γ）＋β′２２Ｘｉｔ·Ｉ（Ｑｉｔ≥γ）＋εｉｔ。
式中：ｉ为省份（市、区）；ｔ为年份；Ｙｉｔ为被解释变量；Ｉ（Ｑｉｔ≤ｒ）
为示性函数；Ｑｉｔ为模型中的门限变量；γ为待估计的门限值；Ｘｉｔ
为模型中重要的解释变量；εｉｔ为扰动项；μｉｔ为个体的截距项。

表２　环境规制强度对生猪生产波动影响的动态面板模型分析结果

解释变量
ＲＯＵＴｉｔ－１ ｌｎＥＲＳＤｉｔ ｌｎＰＲＩｉｔ ｌｎＰＲＩｉｔ－１ ＳＯＷＴｉｔ

估计系数 统计量 估计系数 统计量 估计系数 统计量 估计系数 统计量 估计系数 统计量

模型一 －０．１５７１ －３．４７ －０．０６０３ －２．１７ ０．０２３９ ０．３３ ０．２９７７ ９．０５ ０．２４１１ ４．０２
模型二 －０．１６８４ －３．５３ －０．０７８９ －２．６２ －０．０４８５ －０．８９ ０．２６４０ １１．１５ ０．２５７７ ４．２３
模型三 －０．１６７０ －３．４０ －０．０８２８ －２．７７ －０．０５０１ －０．９２ ０．２６５８ １１．１２ ０．２５４６ ４．１９
模型四 －０．２４８９ －８．７８ －０．１４０６ －３．６６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５ ０．２９７０ １１．００

解释变量
ｌｎＭＡＲｉｔ ｌｎＣＯＳｉｔ 常数项 Ｐ值

估计系数 统计量 估计系数 统计量 估计系数 统计量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 ＡＲ（２）检验
样本量

（个）

模型一 ０．０１０１ １．６０ －０．１１２６ －２．５８ －０．６４４９ －３．２１ ０．９９６ ０．６４０ ２７０
模型二 ０．０１１５ １．７２ －０．５９５１ －３．１４ ０．９９５ ０．７７０ ２７０
模型三 －０．５５０３ －２．９０ ０．９９６ ０．７３７ ２７０
模型四 －０．７２１６ －３．７４ ０．９９４ ０．６５４ ２７０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相关。下表同。

　　在此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对环境规制
的门限效应特征进行估计和检验，考察和分析地区环境规制

强度与生猪产量变动间的空间异质性。基于本研究的研究目

的，模型修订如下：

　　ＲＯＵＴｉｔ＝β０＋β１ＲＯＵＴｉｔ－１＋β′２１ｌｎＥＲＳＤｉｔ·Ｉ（Ｑｉｔ≤γ）＋
β′２２ｌｎＥＲＳＤｉｔ·Ｉ（Ｑｉｔ≥γ）＋β３ｌｎＰＲＩｉｔ＋β４ｌｎＰＲＩｉｔ－１＋β５ＳＯＷＴｉｔ＋
β６ｌｎＭＡＲｉｔ＋β７ｌｎＣＯＳｉｔ＋εｉｔ。
式中：ＲＯＵＴｉｔ表示生猪产量的变动；ＥＲＳＤｉｔ为重要的解释变
量；Ｑｉｔ为门限变量。将如下变量作为门限变量，地区环境规
制强度（ＥＲＳＤ），当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累积到某一门限值后，
会产生明显不同的作用效果；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ＰＧＤＰ），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雏形即环境状况与人均 ＧＤＰ呈现倒

“Ｕ”形曲线关系，将人均 ＧＤＰ添加入门限变量，研究经济发
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是否存在着环境规制强度对生猪生产作用

效果的差别；污染治理投资总额（ＩＮＶ），各地区的污染治理投
资水平各有不同，选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该指标进入待

选门限变量中。

３．１　动态面板门限回归结果
选取３个门限变量检验门限效应，由表３可知，若以地区

环境规制强度为门限变量，门限模型存在２个门限值，分别为
２．６３２、４．４５３；若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门限变量，门限模型
存在３个门限值，分别为１．２６５、３．４９２、７．３８６；以污染治理投
资水平为门限变量时则存在 ２个门限值，分别为 ９．５１０、
２０．６４９。

表３　动态面板门限值自抽样结果

门限变量 门槛个数 Ｆ值 Ｐ值
置信水平

１％ ５％ １０％
门限值

地区环境规制强度（ＥＲＳＤ） 单一 ５．８９１ ０．０２０ ５．９５４ ３．４９９ ２．７５０ ２．６３２
双重 ２．１２５ ０．０６０ ４．６６６ ２．３９４ １．５６５ ４．４５３
三重 ２．６８８ ０．２００ ８．４３９ ４．２５６ ３．２２９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ＰＧＤＰ） 单一 ５．７１２ ０．０００ ３．９３１ ２．１３７ １．７１４ １．２６５
双重 １．２８２ ０．１００ ２．６７８ １．９０８ １．２８０ ３．４９２
三重 ５．５２４ ０．０８０ ７．４０７ ６．７２１ ５．１１９ ７．３８６

污染治理投资水平（ＩＮＶ） 单一 ２．７６５ ０．０５０ ８．８８５ ２．９８０ １．９６２ ９．５１０
双重 ３．８７７ ０．０４０ ４．４１９ ３．５４６ ２．５８５ ２０．６４９
三重 １．０５７ ０．３６０ ７．０６２ ３．５２１ ２．８５７

　　在通过门限的显著性检验后，可以根据门限值将样本分
为不同的组别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动态面板门限分

析。由表４可知，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可以分成３个不同的门
限值水平，随着环境门限值的扩大，环境规制的影响强度变

低，从－０．１７７０变成－０．１０３４。对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随
着门限值逐渐扩大，环境规制强度逐渐增强，从正向影响逐渐

变成负向影响，而且逐渐增加到 －０．１３１４。对于污染治理
投资水平，随着门限值逐渐增大，环境规制强度逐渐变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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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面板门限模型系数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ＲＯＵＴｉｔ－１ ｌｎＥＲＳＤ１ ｌｎＥＲＳＤ２

估计系数 统计量 估计系数 统计量 门限值 估计系数 统计量 门限值

模型一（门限变量ＥＲＳＤ）双重门槛 －０．１７６８ －３．９８ －０．１７７０ －３．６７ ＥＲＳＤ≤２．６３２ －０．１２３８ －３．８３２．６３２＜ＥＲＳＤ≤４．４５３
模型二（门限变量ＰＧＤＰ）三重门槛 －０．１５００ －３．４９ ０．０３３７ ０．４３ ＰＧＤＰ≤１．２６５ －０．０５４６ －０．９５１．２５６＜ＰＧＤＰ≤３．４９２
模型三（门限变量ＩＮＶ）双重门槛 －０．１７７４ －２．７７ －０．１６０９ －２．４９ ＩＮＶ≤９．５１０ －０．１０６３ －２．４３９．５１０＜ＩＮＶ≤２０．６４９

解释变量
ｌｎＥＲＳＤ３ ｌｎＥＲＳＤ４ ｌｎＰＲＩ

估计系数 统计量 门限值 估计系数 统计量 门限值 估计系数 统计量

模型一（门限变量ＥＲＳＤ）双重门槛 －０．１０３４ －３．９５ ＥＳＲＤ＞４．４５３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２
模型二（门限变量ＰＧＤＰ）三重门槛 －０．０８５４ －１．７２ ３．４９２＜ＰＧＤＰ≤７．３８６－０．１３１４ －２．２６ ＰＧＤＰ＞７．３８６ ０．０２６１ ０．３７
模型三（门限变量ＩＮＶ）双重门槛 －０．０９０７ －２．６６ ＩＮＶ＞２０．６４９ ０．０４４３ ０．６０

解释变量
ｌｎＰＲＩｉｔ－１ ＳＯＷＴ ｌｎＭＡＲ ｌｎＣＯＳ 常数项

估计系数 统计量 估计系数 统计量 估计系数 统计量 估计系数 统计量 估计系数 统计量

模型一（门限变量ＥＲＳＤ）双重门槛０．３１０８ １０．０９ ０．２４３８ ４．６９ ０．０１０３ １．４３ －０．１１１９ －２．２４－０．５３５１ －３．４６
模型二（门限变量ＰＧＤＰ）三重门槛０．２９８９ ９．０９ ０．２４１５ ４．２７ ０．００６４ ０．９８ －０．１２１７ －２．６０－０．６７３６ －３．３６
模型三（门限变量ＩＮＶ）双重门槛 ０．２９８０ ８．７７ ０．２４１２ ３．８３ －０．０１０９ －０．９１ －０．１４８７ －２．６６－０．４８５０ －３．６１

由－０．１６０９变成 －０．０９０７。
３．２　不同门槛变量下环境规制的作用特征分析
３．２．１　地区环境规制强度　由图４可知，以环境规制强度自
身为门限变量对样本进行划分时，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对生猪产

量变动始终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且两者关系并非线性，影响

效果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存在明显的减弱趋势，若环境规

制同时提升ΔＥＲ，均会带来排污成本（ＥＣ）的上升，但由于不同
规制水平，两者排污成本的上升幅度也有所不同，分别为

ΔＥＣ１、ΔＥＣ２，从而影响生猪产量（Ｑ）发生变动，分别为 ΔＱ１、
ΔＱ２，其中，ΔＱ１＞ΔＱ２。结果表明，当环境规制较弱时，生猪养
殖户所须要支付的环境保护费用和受到的环境约束条件较少，

环境规制强度增加，养殖意愿会由于环境规制的影响而减弱，

导致生猪养殖量减少。而当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上升到一定水

平时，环境规制强度对生猪养殖的影响效果则明显减弱。

３．２．２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由图５可知，当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人均ＧＤＰ）较低时，环境规制对生猪养殖行业的影响并不
明显，但当人均ＧＤＰ跨越第２个门限值（３．４９２）后，环境规制
强度对生猪产量影响为负。这说明我国经济发展路径初始经

济发展水平较低时，采取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不会对排污的

生猪养殖业产生显著影响。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生态环境

不断恶化，倒逼各行业的绿色环保生产，环境规制强度对生猪养

殖行业的影响随着地区经济水平的发展呈逐渐增强的趋势。

３．２．３　污染治理投资水平　以污染治理投资水平为门限变
量，模型存在２个门限值，其作用机制与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
限变量时类似。由图６可知，环境规制较高省（市、区）的生
猪养殖量存在下降情况，而环境规制较弱的地区生猪养殖量

均有明显上升。以我国环境规制较高的北京、天津、上海等地

区为例，在猪肉市场规模和需求不断增大的情况下，２００５—
２０１５年生猪产量均出现明显的下滑情况，分别下降３３．６％、
２１．５％、２７．０％。而从环境规制较弱的广西、贵州、甘肃等地
区来看，猪肉产量同期分别增长２０．６％、２３．５％、３．２％。因
此，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在不同省（市、区）之间存在差异。

４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环境规制对畜牧生产的影响出发，实证分析

环境规制对生猪生产的影响。同时基于不同的环境规制强

度、人均ＧＤＰ、污染治理投资水平等估计门限值，分析环境规
制对生猪生产影响的差异性，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我国生猪养殖行业确实存在着“污染天堂”效应。

地区环境规制对生猪产量变动存在着差异性的负向影响，且

环境规制强度存在门限效应，对生猪产量变动的影响随着环

境规制强度的上升而减弱。在环境规制已经较强的地区继续

单纯地提高环境规制水平并不能起到较好的环保效果，反而

可能因为盲目提升环境规制水平带来成本上涨的压力而导致

基本达标的养殖企业过度淘汰，损害生猪养殖行业的健康发

展并带来生产波动。

　　第二，地区环境规制水平对生猪养殖行业的影响效果还
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污染治理投资水平的限制。其

中，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对于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相较于经济

欠发达地区的要求更强烈，因此呈现出地区环境规制对生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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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行业的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逐渐增强的趋

势。对于不同的污染治理投资水平，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会

随着污染治理投资水平的增加而减弱，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

且能够促进养殖行业排污技术革新。因此，政府应当合理地

增加污染治理投资。

根据本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政策启示：首先，政府应当

建立完备的养殖业环境规制体系，统筹整体产业发展，防止为

了规避环境治理成本而将环评不达标的生猪养殖企业向环境

规制强度较弱的地区转移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发展方式；可以

通过提高污染治理投资水平，适当地提供排污达标补贴和粪

便综合利用补贴，促进生猪养殖行业通过自身技术革新降低

排污成本。其次，各省（市、区）应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选

择适宜的环境规制，盲目地颁布环境规制政策并不能带来很

好的环境治理效果，反而会对生猪产业的健康发展造成损害。

在合理制定环境规制政策的同时，也可以通过提高本地区民

众的环保意识，引导大众参与环境监督，多样化提升本地区环

境规制水平，倒逼生猪养殖企业进行排污技术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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